
“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与众不同”

——习近平在厦门（二）

采访对象：王金水，1934 年 5月生，福建安溪人。1979 年

至 1987 年历任厦门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政

府党组书记，1987 年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3

年任福建省人大常委。1999 年 10 月退休。

采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 年 6月 3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王金水家中

采访组：王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 1985 年来厦门工作的时

候，您是市政府党组书记。请介绍一下你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王金水：我们这些当时在厦门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近平同志

到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到厦门有双

重意义：一个是他 32 岁的生日；再一个他当过农民，长期在农

村工作，到厦门任职是他第一次从农村到沿海城市工作，又是参

与经济特区建设，所以记忆犹新。我记得他在一篇短文里是这样

说的：“到厦门这个经历，对我人生的经历来说，是一种补充，

是一种充实，对后来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

我认为，他对自己在厦门这一段工作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也看

得出他对厦门的感情是很深的。

那时候，我是厦门市政府党组书记，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

是他来参加党组会议。当时他分管农业，后来还分管内联（经济

协作）企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是怎样参与特区建设的？有

哪些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金水：当时我 50 多岁，近平同志 30 出头，他在厦门的时

间虽然不长，只有 3 年多一点，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让我感

到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与众不同。举几个具体例子。

1987 年，我到市人大工作以后，还兼任市委副书记，组织

部也还由我分管，经常宣布政府干部任命。市里任命新的重要领

导干部，我都要跟他们谈一次话。我的习惯是这样：任命哪个口

的干部，就请分管的市领导一起来谈话。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口，

所以任命农业口的干部，谈话时我就把他一起找来。后来他当常

务副市长了，计委、财政等很多部门的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任命



这些干部，我都把他找来，跟我一起谈。谈话时往往是我主讲，

讲完后也请他讲一讲。当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

是：“要发财就不要来当干部，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天底下

好事你都要，上天不会同意的。”后来他到省里当领导，作报告

时还讲过这句话，说明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第二句是：“我

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上

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

后来他当了省委领导，到厦门视察时还讲到基层是第一线，是前

线，说明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近平同志有一颗火热的心。有一次，

他到办公室找我，说他最近走访了几个生产队，在离金门最近、

最前沿的何厝村，看到民警抓了一个犯罪分子，民警骑着自行车，

犯罪分子戴着手铐坐在后面。近平同志说：“派出所连一部摩托

车都没有，有时候追逃犯，逃犯骑摩托车，我们的民警却骑脚踏

车，这多危险啊。”他就问我，能不能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

车。听到这个情况，我把财政局长请来，让他计算一下，厦门有

多少派出所，财政上够不够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第二天，

财政局长来找我，说拿不出这笔钱。当时厦门刚办特区，是“吃

饭财政”，有时候发工资都有困难，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

谈何容易。我就说，近平同志讲的这个事情，是个大事，一定要

解决，不一定一步到位，可以分两三步走。半个多月以后，第一

批最前沿的地方先配上了摩托车。

这个事，让我思考了好久。当时我是常务副市长，他是分管

农业的副市长，公安政法不归他分管，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应该



由分管政法的同志来考虑解决。而且按理讲，派出所是不能直接

向市政府打报告的，要先向公安分局打报告，公安分局向市公安

局提交申请，市公安局再向市政府汇报。财政局每个月都是集中

在一两次会议上讨论基层拨款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按照惯例

来做，没有半年是肯定下不来的。而且，如果是别人，考虑到不

是自己分管的工作，也许不会说得这么直接。派出所所长给他反

映这么严重的问题，他如果想应付了事，只要说一句话“这个事

我支持，你们打报告吧”，也就没他的事了嘛！但他就能为了这

么一个不是自己分管的、完全可以“应付了事”的事情直接找到

我，希望帮助他们解决。我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只

要是厦门的工作，只要是对工作有益的事，他都尽力去做。

第三件事是近平同志接替我任常务副市长后，做了一项很重

要的工作，就是主持制定了厦门市第一个发展战略——《1985

年—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1984 年，邓小平同志对

厦门作了两个很重要的决定，一个是把特区扩大到全岛，第二个

是可以享受某些自由港政策。但是，国家只给政策，没给钱。这

条路该怎么走？怎么发展建设？这需要厦门自己来探索。当时近

平同志为了制定好这个发展战略，花了很多精力，邀请中顾委委

员、经济学家于光远，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等 100 多位专家

来厦门调研、论证。同时组织 300 多人，列出 20 多个专题，做

专题研究。最后制定的发展战略，好多专家都很欣赏。于光远对

这个发展战略给以很高评价，他说：“厦门是第一个提到生态问

题的；把厦门作为贯彻‘一国两制’、实施对台政策的试验区，

‘两门对开’、‘两马先行’是厦门首先提出来的。逐步开展离



岸资金业务，实现资金流动相对自由，也是厦门的首创。”后来，

市政府还没有讨论这个战略，近平同志就调离了厦门。他走前给

我留下了一句话：“这个战略如果市政府讨论通过了，也请市人

大讨论研究一下。”可见，他即使调走了，也念念不忘厦门的发

展。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

第一个提到了生态问题，请您讲讲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是怎样重视

自然生态问题的？

王金水：厦门有一个连着外海的天然湖叫筼筜湖，海水可以

流到城市当中来，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区。上世纪 80 年代，

厦门搞特区建设，工业废水都往这个湖里排放，到了夏天臭烘烘

的，苍蝇蚊子满天飞，住在周围的老百姓叫苦连天。当时我已经

到市人大工作，关于这个筼筜湖怎么治理，人大代表提出很多建

议。有一次万里委员长到厦门视察工作，我送他到机场的时候说：

“委员长您两次到特区，厦门机场的建设也是您下决心推动的，

您要经常到厦门啊！”他回答我：“好啊，你们什么时候把筼筜

湖治好了，我就来。”这是一句很重的话，说明筼筜湖的情况太

糟糕了。

后来，市人大召开专门会议，通过了筼筜湖治理决议。我们

制定了一整套治理方案，但要花钱——每年花 1000 万来清理。

20 多年前的 1000 万是天文数字，比现在几个亿还要多。这 1000

万要不要拿、怎么拿，市政府感到很棘手，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

声音。当时近平同志已经是常务副市长，分管财政，他很支持这



项工作，最终我们几个领导同志共同下决心，这笔钱就从近平同

志手上批下来了。在人民群众的呼声下，人大代表提案，中央领

导检查督促，连续 3 年，总共投了 3000 万，终于把筼筜湖治理

好了。这个事情是近平同志与我们共同参与的，我们都从这件事

中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生产。

在保护环境方面，我听说近平同志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对

寿山石资源的保护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国家有十大名石，福建

就有两个：一个是福州的寿山石，一个是漳州华安的九龙壁。田

黄是寿山石最优良品种之一，现在还有一亩多地没有开采，就是

近平同志在福州当市委书记时下令不准开采，才保护下来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与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登记结婚的，您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两人结婚时的情况吗？

王金水：近平同志对厦门情感很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跟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结的婚。当时我是市政府党组书记，

他给我和时任市委书记邹尔均说了自己要结婚的事。他当时说：

“有一个事，要跟组织报告，彭丽媛今天到厦门了，明天我们要

结婚。”我说，这是个好事啊。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第二天，

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在哪里举行仪式。他说，不举办什么

仪式了，就在厦门宾馆吃一个便餐。

当时他没有在厦门安家，住在市委宿舍，结婚那天请我们在

外面吃了顿便餐。饭后，我们说民间都闹洞房，我们就去你们洞

房喝茶吧。他很痛快地说：“来吧！”我们去了四个人，我一个，

还有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市计委副主任郑金沐和吕拱南。



他原本没有任何准备，结果就发现茶杯不够用。他们夫妇自己喝

水有两个茶杯，又拿出刷牙的两个茶杯，还有两个碗，这才凑齐

了六个。彭丽媛到门口买了一大包糖果，花了 5 块钱。我们还开

玩笑，说我们一共四个人，你这一包糖给我们谁吃？彭丽媛说，

不好意思，没给你们准备礼物。吕拱南说，你有礼物，你唱歌就

是礼物。她说：“行，我就送你们一首歌。”于是她就给我们唱

了一首歌。后来有一种误传，说我是他们结婚的证婚人，因为我

曾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这个过程。其实他们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

式，就不存在证婚不证婚。

他们结婚那天正好是周六，近平同志给我讲，礼拜天要带彭

丽媛去漳州的东山县看一看。第二天，司机就开着车带他们去了

东山，住了一晚上，住宿费、来回的汽油费都是他自己掏的。在

30 年前，他就是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后来我在很多场合用近

平同志的这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个人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受益终

身；一个人如果养成一种坏习惯，受害终身。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的几年里，他给您留下了哪

些深刻印象？

王金水：我与近平同志在一起工作的那几年，正是特区建设

初期，可以说都在疲于奔命，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少有周

六周日，相互之间生活上的交往很少。但我知道，他有一种过目

不忘的特殊能力。你看他访问法国，能把法国历史上几个名人的

著作一口气说出来。我曾经问他：“你这种过目不忘的能力是从

哪里来的？”他告诉我，是逼出来的。他给我讲，他在耿飚同志



身边当秘书的时候，不能带笔记本，开会时耿飚同志的指示也不

能记录，只能凭脑袋记。他经常跑到卫生间偷偷用笔记下来，然

后背，背熟了再烧掉。当时也没手机，打字机也是很原始的，一

个字有几个号码，都是靠背。他的记忆力就是这么磨练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工作很忙，只有周末偶尔能抽出一点时间。他就

喜欢跑新华书店，我也喜欢，所以在书店就比较容易碰到他。后

来我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时候，每年要到省里面开人大代表会

议。而省人大开会期间，新华书店都会在会议大厅卖书。休会的

时候，我经常能在卖书的地方看到他。

当时，近平同志住在图强路，我和他是邻居。彭丽媛来厦门

的时候，早上经常去厦门宾馆的食堂打饭。有一次，我去打饭的

时候碰到她，就问：“近平怎么没有来打饭，让你来打？”彭丽

媛说，他前一天半夜一直在看书，早上就起不来了。彭丽媛跟我

说：“近平一看到书就‘醉’了。”所以说，埋头工作、埋头读

书几乎是他工作、生活的全部。

我还记得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同志曾经给我讲过一件事，他

在厦门当市长的时候，到北京开全国人代会见到近平同志。近平

同志问他：“你什么时候到厦门当的市长？同安的军营村现在怎

么样了？”刘赐贵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人，听了他的问话很不好意

思，就实话实说自己还没有去过。回来以后，他给我讲了这件事，

说当时自己整个脸都红了，没想到近平同志当年在厦门短短 3 年

时间，连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都去过了，更没想到过了那么多

年，他对厦门基层的百姓仍然如此牵挂。



近平同志很尊敬老同志，我从市委到人大工作以后，唯独他

在有想法的时候，要么给我打电话，要么到我办公室，来听听我

的意见。后来离开厦门以后，尤其到了北京，每年都给我寄贺年

卡。不是打印的，是亲自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到了第

三年，我给他打电话，说你现在日理万机，不能再浪费这个时间，

不要再给我寄贺年卡了，我也不再给你寄了，我们互相打个电话

就行了。他同意了，就没有给我寄贺年卡。但是逢年过节，都有

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讲很多祝福的话。

2010 年他回到厦门，还在百忙当中把我们几个老同志找到

一起聚聚，见面第一时间伸出双手和我们握手，对我们很热情。

他给省委书记和北京来的各部门领导、朋友介绍我时，不说我的

名字、职务，而是给大家介绍“这是我的老班长”。他离开厦门

30 年了，不仅没忘记我们，而且对每一个人都介绍得很详细。

我们听了以后很感动。

我回忆的这些虽然都是生活细节，但是能看出一个人的高度

和胸怀。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沈凌 路也 胥晴


